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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维护互信友

好、互利共赢的区域国家间关系和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东盟与中日

韩大米紧急储备 (APTERR)是世界第一个、也 是 迄 今 唯 一 正 式 生 效 的 区 域 性 粮

食紧急储备合作 机 制,具 有 较 高 的 国 际 关 注 度 和 影 响 力.本 文 聚 焦 APTERR 机

制,通过对相关调查报告、协议文件以及官方网站新闻报道等数据、文献的深入

分析,研究该机制的创设背景、运行以及执行进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参

与 APTERR的行动 状 况 与 不 足,提 出 未 来 发 展 的 政 策 建 议.研 究 指 出,在 APＧ
TERR机制建设和推进中,中国在机制建立、日常工作开展和具体投放实践中发

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也呈现出缺乏系统性谋划、参与度低、尚未形成切实有效的

日常合作机制和长期性项目合作等不足.未来中国应当强化战略认知,发挥区域

大国效应,增强中国区域 合 作 议 程 设 置 能 力;创 新 APTERR 机 制 建 设;积 极 筹

划推进第一层级和 第 三 层 级 投 放,寻 求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落 实 领 导 人 会 议 成 果,
抓住疫情危机时机,引领机制的拓展;对外派驻农业外交官和专家,增强话语权

与影响力.
关键词: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大米紧急储备;APTERR;区域粮食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１

１　引言

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区域粮

食安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的基本前提,同

时也是维护区域国家间互信友好、互利共赢关系和

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东盟与中

日韩 (１０＋３)是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东盟与中

日韩大米紧急储备 (APTERR)是世界第一个、也

是迄今唯一正式生效的以区域内国家粮食互助、保

障区域粮食安全为目标的区域性粮食紧急储备合作

机制,具有较高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中国应当深

度参与东盟与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体系建设,加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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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ERR机制建设,引领东亚区域粮食安全合作,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近年来随着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东亚区域合

作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研究成果

较为丰富,但关注区域粮食安全的学术成果较少.

Mark等根据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预测

了农业研究和知识投资对提高亚洲农业和粮食安全

的重要作用[１].Timmer表明亚洲粮食安全在摆脱

贫穷饥饿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粮食的可获得

性、利用率和稳定性水平仍需提高;亚洲粮食安全

战略不够明晰,更加开放的大米贸易制度将有助于

保障区域粮食安全[２].長谷山崇彦提出粮食安全保

障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３];鈴木宣弘[４]

和豊田隆[５]基于粮食自给率、财政预算、关税率、
环境等要素提出构建东亚共同农业政策的可能性以

及粮食安全保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课题等.国内关

于东亚粮食安全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崔海宁梳理了东

亚粮食安全合作进程中的机制建设、问题与中国对

策[６];王永春和王秀东分析了粮食安全国际合作发

展趋势,并提出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高

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的对策建议[７];贺平从区域公共

产品视角分析了日本在东亚粮食安全中大米储备的

实践经验[８];周竹君和王娟从贸易、投资、技术合

作三个 层 面 探 讨 了 “一 带 一 路”粮 食 合 作 思 路

等[９].亚洲区域粮食安全的已有研究多基于对外经

济贸易学、农业技术合作等视角,针对 APTERR
机制这一重要区域合作的学术研究少见.本文从区

域粮食安全合作视角,聚焦 APTERR机制,通过

对相关外文调查报告、协议文件、会议记录以及官

方网站新闻报道等数据、文献的深入分析,剖析了

APTERR机制的创设背景、运行以及执行进程状

况,并结 合 中 国 参 与 APTERR 行 动 现 状,指 出

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

建议.

２　APTERR机制的创设背景

大米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尤其对于人口众多

的亚洲国家而言,以大米为代表的粮食问题尤为受

到关注.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东亚各国政府各

自拥有大米的国家储备,也意识到其在区域粮食储

备合作中的重要性.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东盟诸成员国签

署了 «东盟粮食安全储备协议» (AFSR),建立了

以应对紧急危机时粮食援助为目标的东盟大米紧急

储备机制 (AERR),依据协议设立了管理协调组

织 “东盟粮食安全保障储备委员会”,规定大米储

备份额为８７万吨.但由于该机制大米储备规模非

常小,仅为东盟各国半天的需求量,不足当时东盟

整体大米需求的０１％,加之加盟各国责任划分不

明确、灾害时释放机制与运营管理基准不完善,此

后２０余年东南亚遭遇紧急危机灾害状况时东盟大

米紧急储备机制并未启动.由此可见,当时东盟大

米紧急储备机制建立的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具

有象征意义的区域合作的先期探索.东亚粮食安全

保障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更稳定、更优化的解决方

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东盟与中日韩经历了粮食价

格危机,粮食价格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直接激发

了各国对加快建立粮食储备、加强区域粮食安全保

障和建立应对粮食紧急需要的可行性机制的诉求.

１９９８年在东盟农林部长会议中各国决定重新评估

并改善东盟大米储备机制,１９９９年再次向东盟事

务局 提 交 尽 早 推 进 东 盟 大 米 储 备 机 制 完 善 的

方案[１０].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１年东盟会议中提倡要改善

原有东盟大米紧急储备机制,为设立可行的大米紧

急储备机制进行调查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第一次

东盟和中日韩农林部长会议中正式决定开展 “东亚

粮食 安 全 保 障 与 大 米 储 备 机 制 调 查 ” 项 目

(TOR),指定泰国农业合作部进行东亚粮食安全

保障与大米储备机制的可行性研究,日本政府通过

农林水产省和国际协力机构 (JICA)提供技术援

助和支持.２００２年５—１２月日本政府应泰国政府

要求,出资约７０００万日元,开展了 “东亚粮食安

全保障与大米储备机制调研”.该调研确定了东亚

大米紧急储备规模应达到１７５万吨;在机制设置

上,除灾害危机时的紧急粮食援助外,还应当考

虑对贫困阶层的援助;机制的长期目标是在灾害

和贫困援助、大米价格稳定、调节大米供需、奖

励农业等多方面发挥效应.该调研成为东亚大米

紧急储备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石,也是东亚区域粮

食储 备 合 作 的 起 点.基 于 该 调 研 成 果,２００２ 年

１０月在老挝万象召开的第二次东盟与中日韩农林

部长会议决定启动东亚大米紧急储备 (EAERR)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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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旨在加快建立大米储备,加强区域粮

食安全,消除贫困.

EAERR试点项目始于２００４年３月,止于２０１０
年２月,历时六年.其间在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的

先期试点项目后,由于需要积累更多应对灾害等实

践经验,项目三次延期直至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本和

泰国两国为协调国,日本政府通过农林水产省共提

供６３４万美元的财政支持,泰国政府提供事务局办

公场所和行政人员配置等实物支持.试点项目实施

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建立东亚大米紧急储备长效机制

的可能性与效果,确立储备机制与投放机制.试点

项目期间对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等国提供了约３
０００吨大米的粮食救济,主要由日本政府提供捐款

并以现金形式购买[８].

２００８年,EAERR试点项目尚在进行中,大米、
小麦、玉米等国际价格高涨,粮食危机再次席卷全

球.越南、印度等大米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通过调

整贸易政策、补贴等方式降低国内粮食价格,优先

满足国内供应,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规避粮食危机

的冲击,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战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泰国华欣举行的第十二届

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东盟与中日韩各国领导

人宣布了 «东盟与中日韩关于粮食安全和生物能源

开发合作的华欣声明».该声明指出,基于东亚大米

储备经验,在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下,在兼

顾东盟与中日韩各国的承诺并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

下,各国领导人将探求建立 APTERR 机制的可能

性.在此共识下,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文莱达鲁萨兰召

开的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农林部长会议通过了

联合新闻声明,决议将 EAERR试点项目扩大为常

设机制,在试点项目结束之后尽早完成转变.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７日在各成员国的积极推动下, «东盟与中

日韩大米紧急储备协定»签署,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

APTERR 机制正式启动 (表１).

表１　APTERR机制的创设历程

时　间 主要内容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 　 «东盟粮食安全储备协议»签署,建立东盟大米紧急储备机制

１９９８年 　东盟农林部长会议决定重新评估东盟大米紧急储备机制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第一次东盟和中日韩农林部长会议决定开展 “东亚粮食安全保障与大米储备机制调查”项目

２００２年５月 　日本政府出资开展 “东亚粮食安全保障与大米储备机制调研”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第二次东盟与中日韩农林部长会议决定启动东亚大米紧急储备试点项目

２００４年３月 　东亚大米紧急储备试点项目开始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东盟与中日韩关于粮食安全和生物能源开发合作的华欣声明»指出,将探求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

储备机制的可能性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农林部长会议决议将东亚大米紧急储备试点项目扩大为常设机制

２０１０年２月 　东亚大米紧急储备试点项目结束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协定»签署

２０１２年７月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机制正式启动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相关文献整理.

３　APTERR的运行机制

APTERR机制中三个层级投放模式设置逻辑缜

密,每一层级都阐明了具体投放条件,明确了供应

国、需求国、秘书处和理事会职责,为短期或长期

可能受粮食安全威胁的东盟和中日韩国家提供了多

重保障.第三层级与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相比,因

其具有触发迅速、耗时较短、成效显著的特点,成

为紧急援助快速通道,是 APTERR机制中运行实践

次数最多,也最为常见的投放模式.在完善的运行

流程框架下,APTERR机制得以顺利落地实践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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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APTERR的运行机制

储备方式
标识储备

(各国保管并负担费用)
实物储备

(各国政府捐赠,紧急时投放)

投放模式
第一层级

(Tier１)
第二层级

(Tier２)

第三层级 (Tier３)

预先部署类型 紧急类型

投放特点
　 紧 急 时 以 贸 易 形 式

投放

　紧急时作为粮食支援

投放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严 重 紧 急 人 道 主 义

援助

　削减贫困饥饿人道

主义援助

触发方式 　 — 　请求触发 　请求触发 　自动触发 　扶贫触发

投放条件
　可预测的紧急状况远

期合约为基准

　无法预测的紧急状况

现货合约为基准

　 由 受 灾 成 员 国 提 出

请求
　依据紧急投放指南

　超过特定储备期限

(１２个月)未使用的

食物储备大米

投放价格 　依据合约决定有偿
　依据合约决定有偿或

无偿
　无偿 　无偿 　无偿

　　在储备方式上,整体大米储备划分为标识储备

和实物储备两大类别.标识储备是指在各国自主决

策的基础上,将本国大米储备中指定一定数量的大

米用于出现紧急粮食危机情况时提供援助,由 APＧ
TERR决策机构理事会予以定期评议.标识储备的

购买、仓储和维护等成本由各国自主承担.实物储

备则是各国以现金或大米等实物形式自愿捐赠的储

备,紧急危机时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非政

府组织等适当的国际组织进行援助.实物储备储存

在捐助国、预计受援国或自愿保管实物大米紧急储

备的驻在国仓库中.
在投放模式和投放特点上,APTERR机制设置

了三个不同层级的投放模式以确保整体项目顺利运

行,即第一层级远期合约以贸易形式投放、第二层

级现货合约作为粮食支援投放以及第三层级大米紧

急援助与削减贫困饥饿 (PAME)人道主义投放.
标识储备需要事前申报调整通过第一层级或第二层

级投放,实物储备用于第三层级大米紧急援助或削

减贫困饥饿人道主义投放.第一层级远期合约大米

投放,即区域内两国间通过事前合约,缔结购入合

同,必要时申请有偿投放.第一层级要求援助国和

需求国有前瞻性,对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

合理预判和综合考量.在第一层级下成员国没有做

好充分准备的无法预测的紧急状况下,仍可通过第

二层级投放进行解决.第二层级是现货合约大米投

放,需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第三

方机构对大规模灾害和粮食援助的必要性进行认定

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借贷 (５~１０年)申请投放;
第三层级是灾害等紧急危机下投放大米或现金实物

储备进行立即人道主义援助,这类储备来自各国政

府捐赠,用于紧急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严重紧急

情况下快速反应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通过扶贫和消除

营养不良计划下解决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其他人道主

义援助.

APTERR机制的触发方式分为请求触发、自动

触发和扶贫触发三种.请求触发同时适用于第二、
第三层级,请求触发的投放由受灾成员国提出正式

请求后启动.APTERR日常事务执行机构秘书处根

据紧急状况的严重性和实际储备情况对请求进行评

估,然后将请求连同建议一起提交理事会最终批准,
请求触发投放的大米数量为５０吨以上.自动触发投

放是由秘书处根据事先设定的资格条件确认实物大

米储备投放,以便保证按照储备方的请求对某个成

员国严重和迫切的紧急状态做出快速反应,自动触

发投放大米数量最多为５０吨.扶贫触发投放应由储

备方提出请求来启动,请求应包括实物大米使用方

案,如针对小学生、城市贫困人口、儿童福利及其

他类似项目的援助等,扶贫触发只能投放存放国超

过特定储备期限 (１２个月)的实物大米储备.
从投放条件和投放价格来看,第一层级和第二

层级通常是以合约为基准进行有偿投放.投放大米

的定价以现行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并根据定价公

式进行计算.付款通常为现金方式,亦可在供应国

和需求国达成一致意见后采用长期贷款或赠款方式.
第三层级为扶贫无偿投放,投放过程中产生相关国

内税收和行政费用均应由发起国承担.其中超过特

定储备期限 (１２个月)未使用的实物储备大米在更

新替换时期作为削减贫困饥饿投放,用来增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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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福利和改善营养不良状况.第三层级可分为

预先部署和紧急两种类型.在投放环节上,预先部

署类型投放经过请求、验证、批准、分发四个环节;
而紧急类型与预先部署类型相比,中间增加了接收

捐赠与交货两个环节.

４　APTERR机制的发展进程

APTERR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取得了国际机构法人

资格,成为常设性机构,为日后机制下各层级投放

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自创设以来,
该机制在帮助区域内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紧

急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削减饥饿贫困等人道

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４１　储备规模、合约形式与运营资金认捐状况

在大米紧急储备规模上,APTERR最初计划起

始量为５万吨,最终扩大至１７５万吨.具体实施中

标识储备总量截至２００８年仅为３３７万吨,２００９年

４月增加至６３７万吨 (东盟各国合计８７万吨、中

国３０万吨、日本２５万吨,韩国商议中为０).２００９
年年底标识大米紧急储备达到７８７万吨,其中东盟

各国合计８７万吨、中国３０万吨、日本２５万吨,
韩国１５万吨.中日韩三国作为主要供应国,储备数

量占比接近９０％,共７０万吨.
在合约形式上,东盟８７万吨紧急储备米总量

中,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老挝

六国签订了正式合约,共计６２万吨;缅甸、新加

坡、文莱和柬埔寨四国以 “等待国内协调结果”为

由签订了临时合约.正式合约与临时合约形式、标

识储备大米数量的差异可以看出成员国各国对待该

机制的态度与支持程度.前文所述标识储备实际上

是各国国家大米储备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政府拥

有约１５０万吨国家大米储备,拿出其中１２万吨作

为标识大米储备.而日本 «粮食法»规定国家大米

储备１００万吨,承诺拿出其中２５万吨作为标识大米

储备,除此之外还主动拿出与 WTO 签署的低关税

大米期末库存的一部分作为援助米投放,可见日本

积极参与和投入到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机制

的建设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５].
在留本基金上,«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协

定»规定,各国认捐留本基金,基金利息用于支持

秘书处日常运转和项目实施.在总计４００万美元留

本基金中,中国、日本、韩国各认捐１００万美元的

留本基金.除此之外,中日韩各国每年还需提供

７５万美元年度运营成本,东盟十国合计提供７４
万美元.根据２０１８年签署的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

急储备协定 (修订版)»,各成员国在机制运行的第

二阶段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继续以五年为周期每年认

缴运营成本.

４２　总体投放实践状况

APTERR机制建立以来,其投放实践日益活

跃,在应对洪水、干旱、虫害和减贫等突发紧急自

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成

员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截至２０２０年７
月,APTERR机制下已实施３３次大米投放,其中

第一层级投放实践仅有１次,其余３２次皆为第三层

级投放,第二层级投放尚未开展实质性活动.

APTERR机制下第一层级的大米投放实践仍处

于起步阶段.菲律宾和越南早在东亚大米紧急储备

试点项目阶段就曾尝试过第一层级的远期合约标识

储备大米投放,但由于供应国越南本国突发自然灾

害,优先满足国内急迫需要而没能实施,之后也一

直未能实践.直至２０１６年 APTERR秘书处积极呼

吁成员国参与第一层级实践,泰国、越南、日本和

韩国表示有意愿成为供应国,菲律宾表示愿意作为

需求国参与.终于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菲律宾农业部

与日本农林水产省签署了第一层级投放合作备忘录

(MOC)并开始实施,成为 APTERR机制下首次第

一层级大米投放实践项目,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次

第一层级实践合作.该项目执行期为三年,日本向

菲律宾提供 APTERR机制下１００００吨标识储备大

米,包括泰国长粒大米和日本短粒大米两个品种,
每个品种５０００吨[１１].由于与各国国内消费和紧急

需求相比,提供给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投放的大米

标识储备规模太小,加之即使处于紧急时期,各国

从正常市场渠道获得大米供应也并不困难,因此第

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投放吸引力小.尽管 APTERR秘

书处积极呼吁成员国参与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投放

活动,但很少有成员国愿意参与实践.

APTERR机制下第三层级投放尤为活跃.２０１２
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７月,第三层级模式下共实施３２
次投放,捐赠大米总量为２４８２０吨,其中有５个供

应国和６个受援国参与.供应国中,韩国的大米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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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量排名第一,为１５０００吨,其次是泰国、日本、
中国和马来西亚,捐赠量分别为５０００吨、３６７０
吨、８００吨和３５０吨.在大米现货捐赠次数上,日

本捐赠１６次,排名第一,韩国１３次,中国、马来

西亚和泰国各捐赠１次,其他成员国尚未参与.受

援国中,越南以１００００吨受援量位列第一,菲律

宾、缅甸、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接受援

助大米８９３５吨、３１００吨、２１２５吨、４６０吨和２００
吨.在接受捐赠次数上,缅甸接受捐赠１１次,是接

受捐赠次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菲律宾１０次、老挝

５次、柬埔寨４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各接受捐赠１
次 (表３).在现金捐赠方面,仅有日本和韩国两个

国家为大米采购和运营成本提供了现金捐赠,现金

受援国有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菲律

宾５个国家.

表３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７月第三层级

实物储备投放总体状况

供应国
捐赠量

(吨)
捐赠次数

(次)
受援国

受援量

(吨)
受援次数

(次)

韩国 １５０００ １３ 越南 １００００ １

泰国 ５０００ １ 菲律宾 ８９３５ １０

日本 ３６７０ １６ 缅甸 ３１００ １１

中国 ８００ １ 老挝 ２１２５ ５

马来西亚 ３５０ １ 柬埔寨 ４６０ ４

总计 ２４８２０ ３２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 １

　　 数据来源:依据 APTERR官方网站报告数据整理所得.

５　中国参与APTERR行动状况

　　中国始终关注维护东亚地区粮食安全和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在 APTERR机制建设和推进中,中

国积极参与并支持,在机制建立、日常工作开展、
具体投放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

不足.
中国承诺专储３０万吨大米,是机制下承诺大米

专储量最高 的 国 家,占 总 体 储 备 量 ７８７ 万 吨 的

３８％,可见中国政府支持机制创设的积极态度.在

留本基金认捐上,中国认捐１００万美元留本基金,
是认捐留本基金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中日韩各国

每年提供７５万美元年度运营成本,东盟十国合计

提供７４万美元.第一个五年期运营成本缴纳周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于 ２０１７ 年到期后,中国签署了

«关于修订 ‹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协定›的议

定书»,继续以五年为周期每年缴纳运营成本.
中国加强国内相关部门工作机制建设,如在农

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设联络员,农业农村部

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和有关专家提供技术支持,提升

部内工作机制建设,设置联络员加强与秘书处沟通.
农业农村部作为牵头部门,与外交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粮食和物质储备局等

相关部门组织召开 APTERR部际协调会,促进部委

间沟通,积极参与理事会活动,为项目发展和规则

制定进言献策.会议期间,中国积极参与会议讨论,
多次在成员国留本资金和运营成本缴纳、留本基金

运营收益、项目工作计划、财务管理计划、合约签

订以及秘书处设定的会议议题中提出中国的意见与

建议,积极宣介中国区域农业合作成就,分享农业

合作经验,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具体投放实践上,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的积极

参与,中国的表现仍存在着投入不足、未能充分发

挥作用等问题.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中国仅参与１次

APTERR第三层级投放,尚未进行第一、第二层级

实践的推进.２０１３年年底超强台风 “海燕”给菲律

宾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按照履约机制,应

APTERR秘书处请求,经中国农业部与外交部亚洲

司、商务部援外司共同协调,中国政府通过该机制

向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地区提供８００吨大米实物援

助,价值约５００万元人民币,受到菲律宾高度赞赏.
本次投放实践属于第三层级捐赠,中国的援助大米

于２０１４年３月抵达菲律宾宿务港口,截至２０１４年５
月发往菲律宾宿雾省的３００吨大米已全部发放完毕,
共计１２１９９３户受灾家庭受益;发往菲律宾薄荷岛

的５００吨大米中,有４７９８３户受灾家庭分得中国援

助大米.[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国曾计划参与第三层级大米紧

急储备投放工作,但由于国内机构改革,部分政府

部门职能分工有所调整,投放工作暂缓实施.２０２０
年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中国计划重启大米紧急储

备投放工作,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

部门积极协调,正在积极推进实施相关工作.

APTERR作为迄今唯一正式生效的区域性粮食

紧急储备合作机制,凭借其高度的国际关注度和影

响力成为充分具备开展农业外交的平台资源.中国

注重与东亚国家的双多边农业合作,对 APTERR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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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投入不足,采取了最低限度参与.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中国充分发挥作为区域大国的作用,更不

利于东亚粮食安全进程的整体推进.在中国,粮食

安全合作涉及多部委的涉外职能和专业知识,一项

决策的形成是诸多部门政策博弈甚至是一定的权利

让渡和妥协的结果.APTERR机制的推进由农业

农村部牵头,涉及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商务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多个部门,
由于缺少全局性战略指导,加之各部门在决策时都

会持有各自的态度、立场和政策取向,始终存在着

多头管理、沟通不力和审批程序繁杂的问题,客观

上阻碍了机制的推进.中国参与各层级会议均肯定

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并就切实加强区域粮食安

全合作达成共识,但目前很多合作由于缺乏系统性

谋划、参与度低,往往是发表宣言多于制定计划、
召开论坛多于实际行动.APTERR亦是如此,尚

未 形 成 切 实 有 效 的 日 常 合 作 机 制 和 长 期 性 项 目

合作.

６　中国参与APTERR的政策建议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国务院发表的 «中国的粮食安全»
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
加强合作,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不懈努力[１３].

２０２０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中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为中国深度参与

东盟与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指

引.立足于中国当前粮食安全合作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

６１　强化战略认知,发挥区域大国效应,增强中国

区域合作议程设置能力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中国必须强化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战略认知,
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合作的优先地位,站在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高度,承

担作为世界大国的区域责任,积极深入参与,务实

合作, 增 强 中 国 区 域 合 作 议 程 设 置 能 力, 使

APTERR机制成为中国发挥区域大国作用的重要

平台.

６２　创新APTERR机制建设

高度重视 APTERR机制建设,确立以农业农村

部为牵头机构,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商务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储备粮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等多部委企业参

与协调,辅之以部际协调工作组、专家智力支撑小

组的合作机制,制定总体规划,推进 APTERR机制

切实开展.依据中国履约任务,结合各部委和企业

职能,创新 APTERR 机制建设 (图１).此外,中

国应当加大对 APTERR机制的支持力度,积极参与

机制管理运作与实践投放.建议通过追加注资成为

第一出资国;设立 APTERR财政专项资金和援外资

金;创设长期性项目,承诺定期捐赠储备大米;在

灾害易发生国建造或租用大米仓库等.

６３　积极筹划推进第一层级和第三层级投放,寻求

区域可持续发展

APTERR机制下第一层级投放在规避未来因不

可测因素带来的救济延迟、储备量不够等风险上具

备独特优势.且目前第一层级投放仅有一个日本与

菲律宾签署的远期合约项目,其投放具有高关注度

和示范性效应.建议中国以供应方身份尽快参与第

一层级投放.在第三层级投放上中国也应当积极推

进,建议每年捐赠２次以上,最低捐赠总量８００吨,
尽可能采用大米实物捐赠方式.与现金捐赠相比,
大米实物捐赠操作方式更为成熟,不仅有助于调节

现有国家储备,平衡国内大米市场价格,还可以使

中国企业从中受益.人道主义投放中尽量避免无条

件直接援助,应当创新合作形式,与对外援助、受

援国国家和当地组织密切协同,与当地农业设施建

设、卫生和教育等民心民生项目灵活结合.充分尊

重受援国民众自身努力,通过劳动与粮食对价交换、
投资乡村产业基金、培训民众劳作技能、设置文化

活动等方式,使援助得以回转再利用,促使受援地

区可持续发展.由此使受援国政府和民众能够获得

区域粮食安全合作 “实感”和中国外交 “善意”,客

观上也能够改善中国与受援国双边关系,促进合作,
提升国际形象.

６４　落实领导人会议成果,抓住疫情危机时机,引

领机制的拓展

李克强总理于２０１７年第二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和２０２０年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强调,中国将支持 APTERR机制

建设,发挥好 APTERR等机制的作用,加强各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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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参与 APTERR模式

作,保障本地区粮食供给和市场安全[１４].建议积极

落实领导人会议成果,发挥中国在 APTERR机制中

的大国作用.当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

要的阶段性成效,疫情期间 APTERR召开视频会议

与中国驻东盟代表团官员分享项目经验,为东盟区

域医疗用品和设备储备区 (RRMSE)建立提供了可

借鉴信息,该会议也是将 APTERR应对危机的机制

进行拓展的有利尝试.建议中国抓住时机,在为东

盟国家提供抗击疫情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创新

性设置项目,引领推动将现有 APTERR危机应对机

制拓展到其他主要粮食产品和危机相关领域,构建

区域合作制度,促进共同发展.

６５　对外派驻农业外交官和专家任职,增强话语权

与影响力

东盟是中国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重点区域,
建议向驻外使馆或经商参处派驻农业外交官的同时,
向重要合作机制秘书处派驻专家,增强中国话语权

与影响力.APTERR秘书处设有常驻专家.日本在

机制创设初期就派驻专家予以指导,如农林水产省

国 际 部 与 统 计 信 息 部 在 外 务 省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ODA)预算支持下派驻技术专家,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 (JICA)农村开发部派出政策专家提供侧面援

助等.现今日本政府设有专项资金用于 APTERR秘

书处常驻专家,在东盟使团和驻泰使馆也有专门官

员支持工作,对 APTERR推进发挥了重要影响.中

国可借鉴日本做法,建议财政部设立专项资金,派

驻 APTERR秘书处常驻专家和驻泰使馆或经商参处

农业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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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
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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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治理、农民创业培植,EＧmail:１６７０７２１５０２＠qqcom.

摘要:２０２０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建

立相对贫困 帮 扶 机 制,既 可 以 防 止 绝 对 贫 困 的 再 发 生,又 可 以 大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欧美国家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不断创新相对贫困

治理方式方法,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减贫措施.目前,欧美国家主要通过构

建综合评估体系、应 用 赋 权 干 预 策 略、开 展 能 力 提 升 培 训、构 建 心 理 帮 扶 机 制、
提升公共服 务 水 平、完 善 扶 贫 制 度 建 设 等 方 式 消 除 农 村 相 对 贫 困,减 贫 体 系 完

备,策略实施精准.今后,欧美国家还将从构建福利社会、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鼓励金融扶贫等方面构建起农村防治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欧美国家农村相

对贫困治理经验对中国新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启发与借鉴

价值.
关键词:相对贫困;参与式;防止返贫机制;福利陷阱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２

　　２０１９年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正式提出了 “要解决相对贫困”,这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政府首次聚焦相对贫困问题.２０２０年,脱贫攻

坚战取得历史性胜利,政府如期完成减贫目标任务,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下一阶段,中国的扶

贫工作重心除了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

监测和帮扶,还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时代转型.纵观世

界减贫历程,反贫困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
都是从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过渡,都要从

满足贫困人口物质需求转向提升贫困人口综合能

力.很多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探索出很多具

有借鉴价值的措施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

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套成

熟的治理框架和流程.面对减贫形势新变化、新要

求,更要理清思路,创新方式,通过学习和借鉴他

国经验,构建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相对贫困治理

体制机 制,不 断 推 进 全 面 脱 贫 与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接.

１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与治理策略

欧美国家最早开始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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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开展了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在研究过程中,人

们对相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入,并开始在相对贫困

问题上将农村与城市区别对待,开展农村相对贫困

问题专题研究.中国学者对相对贫困内涵、测度的

研究不仅参考了欧美标准,也通过学习欧美经验来

创新相对贫困的治理方法和模式.

１１　内涵的扩展

相对贫困研究源于欧美国家.经济学之父亚

当斯密在他的 «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相对贫困

(RelativePoverty)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

可.早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从相对收入角度研究相对

贫困,重 点 分 析 不 同 群 体 间 的 收 入 剥 夺 状 态.

Townsend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对贫困理论,
从新的角度对相对贫困进行了界定,认为 “贫困不

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

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

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

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

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１].

Chambers认为,相对贫困应该涵盖精神贫困、代际

贫困、权利贫困、文化贫困等内容,而这些都已经

不属于物质层面的匮乏[２].阿玛蒂亚森提出了

“能力贫困”概念,认为能力贫困是相对贫困最重要

的内容,即相对贫困的本质就是贫困人口缺乏提升

福利水平、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他还指出,造成

能力贫困的根源是发展能力被剥夺,不仅有个人原

因,还有社会原因[３].欧美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理解

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社会、文化层面的过渡,
逐渐认识到导致相对贫困的核心在于福利、能力、
权利的缺失,仅通过提高收入、改善饮食、帮扶救

济等方式无法根除相对贫困现象.对相对贫困理解

的逐步深入引发了欧美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的动态调

整,从救助型减贫策略逐步向激励型、参与型、发

展型减贫策略转换.

１２　标准的确定

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最大的特点是难以

测度.Fuchs指出,相对贫困线一般是平均收入或

中等收入的 “恒定分数”,并将美国相对贫困线定为

人均收入中位数的５０％[４].阿玛蒂亚森将相对贫

困的测度划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识别相对贫困,即

确定一个 “基本”或 “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二

是将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能力作为相对贫困的

检验标准[５].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相

对贫困的测度指标体系不仅包含人均国民收入,还

要包含寿命、教育、卫生和生活条件等因素,即从

４０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获得基础

卫生保健服务、可饮用水和食物的状况等方面来衡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贫困的程度[６].国内学者在

研究农村相对贫困测度时参考了欧美经验,力图构

建多维测度标准.孙久文和夏添认为,农村相对贫

困的设定可以参照前一年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的

４０％作为相对贫困线,以５年为调整周期[７].郭之

天和陆汉文根据美国、德国和英国的相对贫困标准,
认为应以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划定相对贫困线,并参

照资源获得、社会融入、权利赋予等指标,应用多

维指标来衡量贫困状态[８].张琦借鉴欧盟在相对贫

困标准设置的经验和实践,指出以农村居民收入中

位数一定比例设置农村相对贫困标准的 “收入比例

法”最为科学有效,以农户等值规模估算和多维贫

困综合识别作为辅助界定依据可以避免评估片面

化[９].周力建议参照欧美相对贫困线标准,将农户

家庭规模进行加权,基于成人等效原则赋予０３~
１０的权重,将农村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５０％视为相对贫困,
同时两年一调整,并考虑地区差异性[１０].可见,目

前国内对相对贫困的测度都基于欧美经验,由于中

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在分别计算相对贫困线标

准的同时,还需考虑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

１３　策略的创新

Chamber指出,欧美国家城市相对贫困与农村

相对贫困表现是不同的,由于农村人口总量少、分

布稀疏、老龄化明显且存在 “亚失业”状态,因而

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普遍性、隐蔽性等特点.
他进一步指出,传统 “救济＋帮扶”的减贫策略在

农村效用有限[１１].Ander和 Heien[１２]、Harrell和

Rodgers[１３]等学者对美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历史进

行了梳理,指出美国通过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农民评判”模式,依靠直接救助、间接救助、定向

优惠、低价出售国有土地等方式,不断改善农村生

存环境、减少农民贫富差距、引导农民参与社区治

理,有效减少了农村相对贫困规模.Pascal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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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欧盟地区发展政策和基金的减贫效率

进行了研究,发现相较于生产性减贫项目和基础设

施减贫项目,针对中小企业的创业结构基金和农村

人力资源开发更能有效实现相对贫困的可持续防

治[１４].Linda比了欧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经验,发

现美国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享受不到完整的社

会保障,农村减贫的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更大;而

欧洲发达国家的农村则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

相对贫困治理基金难以为继.为此,他认为欧美的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必须实现权力下放、鼓励社

区自治、引导多元参与,不断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形成完善的内部减贫运行机制[１５].目前,国内学者

在农村相对贫困测度方面借鉴了欧美经验,研究较

为深入,但是对欧美农村相对贫困扶持措施、应用

策略、开展模式了解不多、认识不清,研究稀缺,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在政策创设层面.例如,邓大松

和仙蜜花分析了美国福利政策以及福利项目运行效

果,认为在生产力较低的偏远农村,福利政策资金

利用效率低、存在道德风险、惠及不到外来移民、
缺乏政策协调性等,未能真正有效降低相对贫困发

生率,需要通过策略创新发挥院校、非营利组织、
行会、教会等主体的减贫作用[１６].齐桂亮[１７]、唐林

垚[１８]、荀伟高[１９]等学者分别从欧盟的合作社制度、
农地制度、教育制度等角度研究了欧盟国家相对贫

困治理政策体系构建.研究显示,欧洲国家的减贫

制度体系已经十分完善,能够有效促进农民福利水

平的提升,但是难以彻底实现对精神贫困、隐形贫

困和代际贫困的防治,需要在减贫理念、策略和模

式上进行创新.国内学者对欧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有待深入.本文通过对

欧美农村相对贫困制度与策略进行梳理和分析,重

点讨论了当前欧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与发展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开始步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但与欧美

相比,尚未形成测度标准、制度体系和策略集合.
如果沿用传统绝对贫困治理方式是难以彻底根除相

对贫困 的,因 此 欧 美 的 创 新 实 践 可 以 提 供 很 好

借鉴.

２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背景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率先消

灭了绝对贫困,并很早就开展了相对贫困治理.当

前,多数欧美国家已经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并

将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然而,农村相对贫困

人口组成复杂、需求多样,传统的绝对贫困治理方

式已经很难发挥长久效用,需要对传统扶贫原则与

策略进行调整.目前欧美国家相对贫困治理背景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２１　从城市到农村:治理进入新阶段

回顾欧美扶贫历史,治理重点基本都经历了从

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城市到农村的过渡.南北

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建立养老金制度,并成立

了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社会福利机构———自

由民管理局 (TheFreedmanBureau).大萧条后,
联邦政府成立了经济机会局 (OEO),大力发展城

市教育,推进城市公共医疗设施建设.通过一系列

政策措施,美国贫困发生率从１９６０年的２２５％下降

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１５％,贫困人口从近４０００万人下降

到２４００万人.随着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和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福利政策的调整,美国扶贫工作开始由

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随着移民涌入和

２０世纪末推行的城市贫困人口疏散政策,大批相对

贫困人口涌向农村,造成农村贫困人口的激增.因

此,当前美国的相对贫困治理重点已经由城市转向

农村 (图１).欧洲是发达国家最多的地区,被世界

十大权威机构认定的发达国家中有７１％分布在欧

洲.欧洲贫困治理工作始于１６世纪,当时政府还

没有认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所有的扶贫工作都

是基于教会、私人慈善捐款和社会组织的救济.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秩序逐步

得到恢复,很多国家的福利扶贫效能和社会保障补

贴标准不断提升,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政府开

始关注相对贫困治理问题,鼓励城市低收入群体依

靠自身努力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城市相对贫困人口

逐年下降.然而,由于老龄化和乡村产业的没落,
欧洲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相较城市却在逐年增

加,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中,平均有１/４的人口

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有１２亿人徘徊在 “相对贫困

门槛线”,其中７５％集中在农村[２０].因此当前欧洲

发达国家已经将减贫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

村,并加大对农村产业、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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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９年美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比较

数据来源:参考美国农业部网站 (https://wwwusdagov/)数据库数据,因疫情原因暂不使用２０２０年数据.图３同.

２２　从物质到精神:需求呈现新特点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仅有

０６５％,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荷兰、瑞士、德国

等国家的绝对贫困已经全部消除;而意大利、美国、
加拿大 等 国 家 虽 然 也 将 绝 对 贫 困 发 生 率 控 制 在

０６％以下,但相对贫困发生率则长期处于较高水

平.据估算,目前欧美发达国家７０％以上的相对贫

困人口集中在农村,这其中又有８５％以上的相对贫

困人口是农村的老年人、妇女和移民,解决农村相

对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２１].随着物质条件的满足,

目前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美

国农业部 (USDA)针对农村人口生活状态调研显

示,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农民收入逐渐增加,但是从

２０１４年开始,美国农民收入开始持续下降,虽然

２０１８年情况发生好转,但仍未达到２０１３年水平;
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占比达到８０％以上,政府补贴

占比逐年下降,７４％的农民对目前收入水平不满意

或较不满意;美国农民自杀率相较城市更高,２００８
年之后美国男性农民自杀率相当于美国平均自杀率

的两倍;由于长期接触农药,美国农民患有抑郁症

的比 例 达 到 了 １８％;美 国 “农 民 主 要 从 业 者”
(Principaloperator)的平均年龄为５８４岁,３５岁

以上从业者占到了９１２％,老龄化趋势已经持续了

４０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 “幸福感”却逐渐下

降①.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同样面临农民老龄化、
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社区参与度不高等问题.２０１８
年欧盟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欧盟国家农村６５
岁老年人占比已经达到了２１３％,８６％的老年农民

表示缺乏心理关怀,对农村养老服务的需求非常强;
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农民占比仅为３６２％,农民对创

新农技、家政、电脑操作、护理、财务等领域的培

训需求较强;能够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决策的农民不

到３２％,６４％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最

大限度实现[２２].Foster通过对意大利、西班牙、乌

克兰等国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贫困问题,欧洲

农村普遍存在相对贫困的代际传播现象,这种代际

贫困最终会导致农村贫富差距分化和对弱势农民权

利的剥夺[２３].随着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农民的贫困

状态更多表现为长期失业、健康不佳、技术缺乏、
意志消沉、家庭破裂,多数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贫困

文化或精神状态.

２３　从帮扶到激励:原则发生新变化

传统的相对贫困治理方式主要是提供救济帮扶,
通过 “输血式”扶持提升农民的生计水平.随着精

神需求的增加和 “福利依赖”的产生,为了激发农

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欧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理

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相对贫困治理原则主要包括:
一是避免 “福利陷阱”.美国的所有相对贫困治理方

式都是以 “激励”为主 “救助”为辅,目的是鼓励

有工作能力的人主动就业、创业,将那些具有福利

依赖倾向的农民排除在福利受益范围之外.二是提

倡 “多元参与”.美国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始终倡

导 “影子政府”,政府 “掌舵不划桨”,企业和非政

府组织通过购买服务参与各项公共服务,通过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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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治理确保各项帮扶措施顺利落地,同时畅通农民

利益表达渠道,构建了完善的诉求反馈机制.三是

主张 “权利本位”.广泛采用参与式扶贫理念和方法

赋予农民 “话语权”,目的是维护农民自身发展权

利,激发农民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让农民成为社

区发展的主人.欧洲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减贫策略

和思路也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各国针

对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都采取了以下治理原则.一方

面,建立了包容性的帮扶体系.由于农业本身的脆

弱性和农村经济的落后性,各国对农村相对贫困扶

持都遵循包容性原则,针对农村边缘群体投入更多

资金和人力,目的是在农村培育出新的产业和更多

社区发展 “带头人”.另一方面,注重精神贫困和隐

性贫困干预.精神贫困和隐性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

要类型,和物质贫困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容易在相

对贫困治理过程中被忽略.为了有效杜绝精神贫困

和隐性贫困,很多国家都通过扶贫策略在社区营造

自我独立发展的就业文化,并通过各类专项辅导提

升农民对自我生活状况的认知.从帮扶到激励的原

则变化,体现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的调整,在

此原则引导下,欧美国家不断进行扶贫策略创新,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３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

为了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很多欧美国家都在不

断创新减贫策略,并逐步构建起可持续的农村相对

贫困治理机制,一些经验已被联合国应用在国际扶

贫援助项目中.近年来,欧美国家对相对贫困治理

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参与主体也更加

多元,受益群体不断扩大.

３１　明确贫困标准

设定相对贫困线是识别贫困人口的前提,因此

欧美各国都依据本国国情划定了相对贫困门槛和参

考指标.美国的相对贫困线由联邦政府确定,划定

标准参考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得以及家庭规模:
以绝对 收 入 为 基 础、在 家 庭 规 模 上 增 加 １ 人 以

０３５１１的权重加权.在认定时,政府还要综合考

虑教育水平、身体条件、精神状态、是否酗酒、是

否吸毒等要素.在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认定上,政府

在原指标体系中增设了留守情况、种养规模、信息

获取、农村治安等内容,目的是对农村相对贫困群

体进行精准分类分层,在归类基础上施用减贫策

略.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农村相对贫困

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老人、有色人种和伤残人员.
和美国不同,欧盟相对贫困线划定是根据贫困风险

阈值测算相对贫困风险率,即将平均人口可支配收

入中值的６０％作为基准线.欧盟相对贫困风险率

不是收入和财产的简单测算,而是作为一种相对标

准,在明确收入水平的同时还要考察导致收入不平

等背后的社会排斥、权利剥夺、违法犯罪、人际关

系、工作压力等问题.此外,为了评估贫困风险,
欧盟还应用了相对贫困风险差距中位数作为重要参

考指标,即相对贫困门槛线以下人员的净收入中位

数与相对贫困门槛线之间的差值,计算过程中还要

考虑各国人口加权平均值 (图２).总之,欧美国

家相对贫困线的确定都是依据本国国情,同时将指

标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量化值和非量化值相结合.

３２　引入赋权理念

欧美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一方面通过

福利均等化策略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则依靠参

与式策略实现贫困治理扁平化,最终目的都是赋予

贫困农民发展权、选择权、决策权和收益权.数据

显示,美国农村有色人种的贫困率始终居高不下,
而这些人通常都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图３).美国

很早就在针对有色人种和移民的培训和扶持项目中

应用了参与式方法和工具,如农业部和私人基金会

针对移民开展了很多农民田间学校培训 (FFS).广

泛采用参与式理念和培训模式,目的是维护弱势群

体自身发展权利,激发他们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
让其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人.美国农业协会 (UFA)、
美国家庭农场联盟 (NFFC)、美国有机协会联盟

(AGOEL)等组织已经在农村广泛应用参与式模式

开展培训、服务和农业推广.美国政府在实施农村

环境质量改善项目 (EQIP)和农村生态保护项目

(CRP)时,特别强调对弱势农民群体的赋权,主张

让弱势农民成为项目治理的 “主人”,通过共同决

策、参与式讨论、参与式需求调研等方式获取不同

类型农民的发展需求、参与意愿、意见建议,并引

导弱势农民将乡土知识和创新技术相结合.欧洲扶

贫始终强调以社区为基础,并注重依托组织化、合

作化方式将相对贫困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决策、行动.
例如,法国的 “团结农业”建立的互惠互利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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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德国 “农民联盟”通过协议方式平摊发

展风险、比利时的 “农场主联盟”依托组织化运营

将易受市场冲击的小型农场主联合起来发展生产,

这些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组织化措施确保小生

产者获得发展的权利.

图２　欧洲国家农村相对贫困风险差距中位数比较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官网,https://eceuropaeu/eurostat.

图３　２０１９年美国农村有色人种和移民相对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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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强化教育培训

为了防止知识贫困和精神贫困,欧美各国都将

教育培训作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方式.美国

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始终重视农民就业能力提

升,建立了完善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例如,美国

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研究推广中

心、经济研究服务中心和国家农业统计服务中心在

开展相对贫困研究的同时会针对农村弱势群体开展

专题培训和信息服务;农学院、农业试验站、农业

合作推广站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展农业教育、科研和

推广工作,不断提升农民的技能和管理水平,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 “未来农民协会”、４H① 农村俱乐

部、社区互助会等基层组织会定期开展培训、指导

和交流活动,特别针对移民、女性和老年人给予技

术帮扶服务.为了防止农村代际贫困发生,英国政

府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农村教育体系,
并主张农村和城市应该拥有同等质量的教育资源,
强化农村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民培训

上,英国很早就将职业农民培训与正规教育相结

合,引导农民掌握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德国广泛

普及 “双元制”农民培训,开展校企轮训培训模

式,保证每个职业农民都接受过３年以上的正规职

业培训.近年来,欧盟强调知识转移、技术创新和

人才培养对于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性,号召成员国

依据 «伊拉斯谟条例»的规定,在农业知识与创新

体系 (AKIS)通过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资助青年

农民、失业农民进行跨国交流活动,并将其纳入欧

盟相对贫困治理教育类子项目每年给予一定经费

支持[２４].

３４　开展就业引导

欧美各国都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农村相对贫困

治理的主要方式,并努力激发农民创业潜能.为了

更好地服务创业者,美国各地都建有集创业指导、
信息供给、保险理赔等为一体的一站式创业服务中

心.２００８年开始,政府新设小型企业救助计划和

农村合作风险投资项目,为创业农民提供融资担

保,缓解农村就业问题.政府通过税收、信贷、费

用减免、职业培训补贴等方式鼓励市场主体在贫困

地区投资,并进一步放宽对第二、第三产业的准入

限制,允许发展能源、军工、加工等产业[２５].政

府对农村小微企业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尤其对市

场主体在小企业管理局 (SBA)认证的欠发达地区

设立和经营小微企业给予更多扶持,在项目招标时

会优先考虑,并享受一定的税费减免.金融危机

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进行 “福利瘦身计划”,
通过倡导工作福利和工作脱贫来缓解财政福利支出

的紧张状况.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欧洲农

村开始出现隐性失业现象,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亟

待解决.为此,很多欧洲国家相继实施了旨在消除

就业贫困的帮扶措施.例如,德国政府针对东部农

村推行的 “团结计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

转产转业,并提供就业帮扶指导和资金支持;法国

政府则开展了 “积极就业行动”,通过为农民提供

补助的形式引导其在农村新产业领域谋职;丹麦政

府积极探索弹性安全治理模式 (Flexicurity),依托

灵活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慷慨的福利计划引导农村

富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并构建了 “去中心化”
(Centralizeddecentralization)的工资谈判机制以维

护农民就业权益.

３５　实施心理干预

精神贫困和隐性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类型,
和物质贫困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容易在相对贫困治

理过程中被忽略.为了有效杜绝精神贫困和隐性贫

困,很多国家都开展了针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心

理干预活动.针对美国农民自杀率高于其他人群的

问题,美国联邦农村卫生政策办公室专门建立了

“播撒希望的种子”热线电话进行心理干预,并设立

了农民幸福感评价体系,定期对贫困农民群体心理

状态进行评估.欧盟在相对贫困线设定中,专门将

参与娱乐次数、家庭聚会频率、压力排解渠道等作

为重要指标,并指出要想让群体摆脱相对贫困状态,
必须消除贫困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荷

兰政府意识到相对贫困农民在长期紧张情绪影响下

普遍具有缺乏目标、不守承诺、意志消沉、脾气暴

躁、轻言放弃等特点,形成了 “慢性紧张症状”.为

此,荷兰政府在农村大范围推广 “流动辅导”策略

(MobilityMentoring),对农民进行心理辅导和情绪

控制训练,引导农民认识到生活压力的来源,并和

农民共同制定减轻压力的途径和措施.荷兰基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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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差异性开展的 “流动辅导”得到了世界银行

等国际组织的认可和肯定,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

扶贫项目中得到推广.法国很多非政府组织专门在

农村设有志愿者服务机构,与社区医院联合对农民

开展心理疏导和咨询工作,并且会定期组织团契式

聚会,鼓励弱势农民群体通过集中讨论的方法解开

“心结”,疏通农民表达渠道.这些心理干预方式的

核心在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物质

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实现心理的 “富足”.

３６　构建防贫机制

欧美国家农村人口少且分布零散,多数以独家

独户为主,很少形成连片的村落,这无形中也加重

了相对贫困监测、防返贫机制构建的难度.为了形

成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欧美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治

理方式:一是形成完善的相对贫困监测体系.欧美

国家主要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相对贫困监测,并将社

会排斥、弱势人群作为监测重点对象.例如,欧盟

就主张各国政府每３~５年针对农村开展一次相对贫

困全面调查,每年针对重点监测对象开展相对贫困

摸底统计,这些对象主要包括农村的留守女性、残

疾人、单亲家庭、独自生活群体、受教育程度低群

体、来自欧盟以外群体等.美国主要采取自主申报

和入户统计相结合的方式监测农户贫困状态,并根

据贫困监测结果完善社区治理规划.二是对有返贫

风险的农户采取福利补偿.多数欧美国家实行的是

“救济＋福利补偿”的防止返贫策略,即在政府开展

绝对贫困监测与救济的同时,通过福利补偿策略消

除相对贫困隐患.例如,美国政府在农村建立以户

为单位的福利制度,对农村无劳动能力的边缘户提

供福利救济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同时针对有工作

能力的边缘群体建立以工作帮扶为导向的福利救助

体系,提供临时生活补贴 (TANF)和临时性公益

岗位.三是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工作.
欧美国家鼓励和引导慈善组织、教会、行业协会等

社会组织参与防止返贫工作,积极整合社会和市场

资源支持减贫工作的有效、可持续运行.例如,英

国通过以农村社区为单位的面对面筹款、会员制筹

款、信件筹款、农业企业合作筹款、慈善商店等模

式促进民间慈善自助体系的形成;美国早年通过的

«救助分配法案»中就强调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要

培育和发展民间力量,引导慈善组织、宗教团体、
私人组织等主体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实施福利项

目,主张要把贫困监测预防工作逐级下放到农村

社区.

４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与

发展趋势

　　欧美国家的相对贫困治理是一个动态调整与发

展的过程,一方面,相对贫困治理政策措施不断健

全并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随

着相对贫困的重点与难点发生转移,相对贫困的治

理原则、方式与措施也都会发生变化.

４１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

欧美国家的贫困治理历程本质上就是贫困治理

制度框架完善的过程,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贫困特征

的差异,制度框架的内容和结构也在不断发生调整.
美国的相对贫困治理措施渗透在不同制度中,并最

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体系.美国

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经济机会局 (OEO),实施了

一系列减贫计划,相继出台了 «经济机会法案»«阿
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发展法案»和 «公共工程与经济

发展法案»,大力发展教育,加大公共医疗设施建

设,并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农民的能力培养.随着贫

困人口的大幅下降和福利政策的调整,近些年美国

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开始由农村保障体系建设、社区

产业发展逐步调整到城乡发展资源均等化、参与式

社区治理、农业信息化和移民发展能力培植等领域

(表１).

表１　美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历史演进

年份 项目和制度名称 目标

１９５５ 　 “乡村发展”计划 　保障美国低收入农民的根本利益,提升美国农民整体收入水平

１９６４ 　 “向贫困宣战”运动
　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扩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强调农民参与社区

治理

１９６５ 　设立经济发展管理局 (EDA) 　扩大对落后农村地区的经济援助,支持乡村环境改善和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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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项目和制度名称 目标

１９７２
　出台 «农村发展法»,成立乡村发展

协调委员会

　健全农村保障制度,规定农业部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确立乡村发展的领导部

门,形成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１９８０
　出台 «农民保障法»,设立农村社区

发展协会
　完善农民权利保障制度,畅通农民意见反馈渠道,建立有效的基层管理体系

１９８３ 　发布 «农村发展战略»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强调农村教育、住房、医疗体系建设,将缓解就业放

在突出位置

１９８７ 　推行 “农村再生计划” 　关注农村贫困保障、培训、信息化、失业等问题,并提出具体措施意见

１９９０
　出台 «粮食、农业、保育和贸易法

案» 　成立农村发展署 (RDA),强调农村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振兴计划拉动农民就业

１９９０ 　建立农村发展理事会 (SRDCs) 　加强农村社区管理,赋予农民更多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开展基层治理组织化试点

改革

１９９３ 　成立乡村发展署 (RDA) 　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机构改革

１９９６ 　启动 “乡村社区促进计划”(RCAP) 　提供州农村区域发展补助金,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城乡公

共服务统筹安排

２００２ 　出台 «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 　增加州级财政预算,发展农村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２００８ 　出台 «农村粮食、卫生与能源法案»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健康医疗和通信系统建设

２０１４ 　出台 «农场就业法案» 　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开展就业再扩大计划,通过增加就业减少相对贫困人数

２０１７ 　成立乡村发展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
　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多部门协作,构建公平合理的人居治理环境,推广建设

“小规模学校”

２０１９ 　出台 «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 　提升移民的就业能力,减少移民相对贫困发生率,以促进移民社会融入和未来发展

为目标

２０２１ 　出台 «美国农村基础设施改革法案» 　重点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宽带网络设施建设,构建农村信息化支撑体系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wwwusdagov.

　　相对贫困治理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之一,
也是今后农村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欧洲共同体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一系列补充性

的反贫行动,并制订了三轮反贫困计划[２６].第一轮

反贫计划建立了城乡均衡发展体系,开展了贫困性

质、福利与贫困关系、致贫原因等基础性研究[２７].
这一阶段的调研工作为之后制定农村减贫计划奠定

了基础.第二轮反贫计划的重点在于协调各国的反

贫困政策,并创新相对贫困治理的模式与措施,共

有２５个农村贫困治理项目得到了资金资助,首次确

立了农村反贫整合计划,目的是通过消除导致贫困

的社会环境,为被剥夺个人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综

合的、全面的途径摆脱贫困[２８].第三轮反贫困计划

执行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贫困的多样性、复杂

性和相对性,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为此,
欧洲理事会决定建立一个中期共同体 (MediumＧ
termcommunity)计划,扩大了贫困治理范围,将

相对贫困群体纳入贫困治理体系.之后的欧盟贫困

治理工作将重点集中在解决就业贫困问题上,并专

门成立了欧洲社会基金 (ESF)[２９].根据欧洲社会政

策白皮书的要求,欧盟就业扶贫的重点是提高教育

和培训质量、推广终生学习、构建就业帮扶机制.
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国情存在差异,各国相对贫困治

理的目标和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总的原则都是提倡

自我发展、推动资源均等化和引导有序就业 (表

２).

表２　欧洲七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模式比较

国家 相对贫困治理方法 相对贫困治理目标 相对贫困风险率

英国
　实施福利补偿,开展农民就业培训,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

　降低相对贫困的管理成本,增强个人

责任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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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相对贫困治理方法 相对贫困治理目标 相对贫困风险率

法国
　应用 “一揽子”扶贫措施,开展 “融入经济行动” (IAE)
提升农民就业率

　解决农民转移就业问题,强化农民自

主发展意愿
１４８％

德国
　通过重新构建 “团结协议”(德国反贫困政策体系)激发城

市购买力,让城市辐射带动农村发展
　实现福利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 １６４％

奥地利
　构建完善的慈善组织体系,引导农民参与社区治理,推行农

民职业化,普及终身继续教育

　形成农村发展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农

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幸福感
１４２％

荷兰
　开展 “流动辅导” (Mobilitymentoring),提供创业补贴,
实施创业导师制

　以创业创新带动农村内源发展 １３５％

西班牙
　建立了完整的 “农民 (农场主)＋合作社＋公司”产业化经

营体系,注重农村年轻劳动力培养
　以产业发展减少相对贫困人数 ２１６％

意大利
　发放 “国民补贴”并对使用范围进行严格要求,针对农村低

收入人群开展 “参与式”就业辅导和社区服务

　防止滋生 “好吃懒做”和 “等靠要”
的思想,培养农民自主发展能力

２０３％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欧盟经济发展报告»,wwweuropaeu.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欧美国家相对贫困治理制

度体系基本都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监测识别体系、
就业扶持体系、社区治理体系、教育培训体系、防

止返贫体系.制度框架中的每个部分对应着不同的

相对贫困治理策略,并强调贫困救济策略与贫困治

理策略的结合,目的是通过完善制度消除知识贫困、
精神贫困、隐形贫困和代际贫困的隐患 (图４).

图４　欧美国家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

４２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美国的 “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是欧盟的

“乡村发展计划” “共同农业政策”等,都重点提出

了今后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推进城乡统筹.政府将会继续推出各项农

场支持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实现城乡均等化

发展,从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到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再到城乡共生一体化,相对贫困的治理原则将朝着

大幅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方向转变.例如,美国国

会通过了 «农业进步法案»,特别加入了缩小城乡差

距的内容,通过实施 “点燃美国农村宽带计划”来

解决城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求缩小城乡公共服

务差距.二是构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
各国在社会救助和社会补贴兜底的基础上,通过引

入第三方、消费信贷、累进税制等方式间接增加农

民收入,力图通过市场 “看不见的手”优化配置扶

贫资源,变直接干预为间接干预.例如,意大利的

“南方开发”模式就强调扶贫工作的市场化、社会

化,由非政府组织南方基金会负责统筹扶贫资金使

用和进行扶贫效果评估.三是发挥金融扶贫功能.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金融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作

用,一方面为农业发展提供高额补贴,另一方面依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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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防贫保险来降低生产风险、阻断返贫隐患、促进

持续发展.例如,欧盟围绕农业保险构建起的农村

防止返贫保险体系、美国在农村推行的农村社会安

全保险、英国向农民提供的 “农场保险＋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服务包等,都是金融保险

参与贫困治理的有益实践.

５　推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进入并将长期处于

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不仅需要对减贫理念进行更新,
更要对减贫策略进行调整.通过梳理欧美国家相对

贫困治理经验,针对中国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创新总

结出以下对策建议.

５１　构建相对贫困的识别指标体系

欧美国家基本都建立了多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标

体系,有效促进相对贫困群体的精准识别与评估.
脱贫攻坚后,中国应借鉴欧美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
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性相对贫困划定标准.第

一,多维度划定标准,从经济维度、社会发展维度、
生态环境维度等角度设定指标,确保标准的综合全

面.第二,可以根据欧盟标准基于人均家庭可支配

收入低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５０％确定相

对贫困线,也可以根据美国标准进行家庭规模加权,
并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国家统计局

应根据全国农民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测算多维

相对贫困指数、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人

口分布,并作为相对贫困监测和统计结果定期向社

会公布,以供决策参考.

５２　推广参与式相对贫困治理模式

欧美国家的实践表明,当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物

质需求、消除绝对贫困之后,需要对脱贫群体进行

“赋权”,并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秉承多元发展的

价值取向.由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工作完成后,需

要进一步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通过应

用参与式工具和方法了解农民的发展需求,引导农

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项目计划的制定,指导农民参

与并主持项目,组织农民开展项目评估和验收,让

农民真正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充分赋予农民

参与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将传统政府主

导的项目组织形式由 “自上而下”式转变为 “自下

而上”式.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要减少政府的

大包大揽,通过植入参与式理念,培养农民自我发

展、自我经营、自我管理的脱贫能力.中国参与式

扶贫起步较晚,但是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云南

河边村的 “小云助贫”模式、庆阳市的 “点菜扶贫”
模式等,很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借鉴与推广.

５３　提升农民群体的能力与素养

欧美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都将教育和培

训作为根除贫困的主要措施,并不断强化农民终身

教育和持续培训.为此,中国要充分利用现有教育

资源,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普及义务教育和继

续教育,鼓励农民参加学历教育;根据农民素质水

平实施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开展分类分层的技术

和管理培训,推广农民田间学校等参与式农民培训

模式,构建科学有效的培训评价体系;发挥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等基层培训机构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

组织参与和社会资本投入,探索农民学分银行等组

织形式,引导农民培训融入成人职业教育体系;针对

返乡下乡人员开展就业创业培植活动,普及创业培训

补贴制度,提高农村创业培训可获得性,建立创业辅

导机制,培养一批传、帮、带能力强的创业导师.

５４　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相对贫困治理

欧美国家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讲求多元主体参

与,通过将政府、社会、市场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

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中国的绝对贫困治理主要实行由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模式,政府发挥作用大,扶贫

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有限,金融

机构的参与才刚刚起步.脱贫攻坚后,中国扶贫资源

将转向支持乡村振兴,政府在扶贫领域的投入会有所

减弱,这就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补充.要进一步吸

纳社会组织、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参与相对贫困治

理,引导其在助教助学、创业培植、慈善帮扶、产业

开发等方面提供支撑;要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助力的作

用,用金融杠杆撬动地方经济发展,以金融工具防范

各类风险,为农民发展提供各类防返贫保险、特色农

产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险、信贷保证保险

等服务,发挥金融增信功能;要发挥企业、合作组

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传、帮、带作用,引

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并为乡村振兴挖掘人才、培育

人才、成就人才.

５５　强化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心理干预

欧美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注重提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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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1郾09（总 509）



的幸福感,并采取心理干预措施防止心理贫困、精

神贫困的发生.与绝对贫困不同,很多相对贫困体

现在文化和精神层面,需要扶智力、扶文化、扶精

神,拔掉 “贫困文化”之根.因此,中国要通过宣

传、引导、科普等形式提升农民思想文化水平,改

变乡村原有的落后习俗、心态和价值观,破除农村

存在的 “福利依赖”,消除以等、靠、要为特点的

精神贫困和智力贫困;要不断提升农民的教育文化

素质,让农民树立改变命运的信心和锐意进取的意

识,有效隔离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消融贫困文化

的相互复制[３０];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挖掘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形成农村文化帮

扶长 效 机 制,增 强 农 民 文 化 生 活 的 满 足 感、幸

福感.

５６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欧美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应该将减贫措

施与乡村发展统合在一起,依托乡村产业发展构建

相对贫困可持续治理的长效机制.当前,中国正处

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要借

鉴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推进相对贫困治理

工作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将相对贫

困治理与防止返贫机制相结合,在现有的防止返贫

监测与帮扶机制中引入相对贫困的识别与防治内容,
强化城乡减贫与防止返贫一体化路径,通过 “监测

＋帮扶＋救济＋激励”的 “组合拳”为农民可持续

脱贫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将相对贫困治理与乡

村建设体系相结合,在进行乡村建设的同时,依托

乡村特色产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振兴产业、
保护生态、树立乡风等方式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
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让农民有获得感、安

全感和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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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资模式优化对于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成功率、完善投资网络布局、掌

握市场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建立东道国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企业投资动机

的内在关联,立足中亚与 “一带一路”沿线农业投资环境的对比分析,探究中国企业

投资中亚农业的进入方式与产业链布局模式.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

国农业投资环境较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次之,土库曼斯坦较差,２０１５年

以来仅哈萨克斯坦环境水平趋好;中亚地区政治形势较为复杂,金融货币体系不稳

定,但市场发展潜力大,农业资源丰富;相较于沿线其他国家,中亚五国农业综合投

资环境属一般或较差类别,各子系统环境处于失调状态.结合中亚投资环境与发展实

际,市场寻求型、互补资源利用型投资企业宜选择绿地新建或独资经营方式开展投资

活动,规避投资风险;战略资产获取型投资企业适宜采取并购或合资参股的方式,减

弱外来者劣势,获得并购企业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可采取全产业链＋核

心业务、技术转移的模式在中亚地区进行产业链布局.
关键词:对外农业投资;企业进入方式;产业链布局模式;农业投资环境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３

１　引言

对外农业投资是中国参与全球农业资源配置、

构建互利共赢合作网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竞争等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影响下,中国重要农产品进口高度依赖

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少数远距离国家

的巨大风险凸显.深化中国与 “一带一路”等地理

邻近地区、非传统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中国化解挑

战、赢得主动的客观选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背景下,“一带一路”地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预计

中国对沿线地区的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增大.中亚地

处亚欧大陆的结合部,与中国西北地区毗邻,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和核心区域,在农业

自然资源、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与中国有着较

好的互补性[１].加强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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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边疆安全与稳定以

及中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并直接影响 “一带一路”
倡议前景,战略意义深远.

从中国与中亚农业经贸合作实际看,２０１８年中

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４１７３亿美元,
相较于其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

(１０２０２亿美元)、俄罗斯 (９５１８亿美元)、越南

(８３６４亿美元),存在显著差距.从农业投资情况

看,中国在除土库曼斯坦外的中亚四国共投资成立

了农业企业２８家,与老挝 (８５家)、俄罗斯 (７８
家)等国家相比,投资活跃度同样较低,仅占中国

对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投资企业总数的３２％.
一方面,中亚具备重要战略地位且双方存在巨大的

合作潜力;另一方面,实际的经贸合作规模明显偏

小.针对这一现实经贸困境,在竞争激烈、信息不

完全、风险较大的国际市场中探索企业对中亚的农

业投资模式,对于逐步扩大双方农业合作领域和规

模,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深化贸易交流与投资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对外投资模式,已有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

多关注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等

对模式选择的影响[２Ｇ３],也有学者引入宏观因素,探

究东道国经济特征、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对模式

选择的调节作用[４Ｇ５].具体到农业领域,大多结合案

例进行定性分析.例如,陈瑞剑等分析了光明集团

和中粮集团实施境外并购的动因、面临的挑战及所

积累的经验[６].李治等以实地调研的１０家农业企业

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企业投资领域变动特征,得

出企业投资模式由农产品加工贸易向农业技术转移

的结论[７].对外农业投资有绿地投资、兼并收购、
合作示范、跨国种植、全产业链等多种模式[８],由

于企业决策失误、经营不善以及东道国投资环境严

峻等问题,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显著低于美英等发

达国家[６].对比而言,国外大型跨国企业较早构建

了从 “田间到餐桌”的完整全产业链,特别在 “一
带一路”布局甚广,农业合作发展相对成熟,掌握

着国际贸易话语权、定价权.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证实了某些因素对投资模

式选择的重要性,总结了一些典型的海外投资模式,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参考,但

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一方面,全行业尤其是非农

行业的对外投资模式研究相对较为丰富,农业领域

的研究多见于现状描述、问题识别的定性研究,相

关定量研究尚需加强;另一方面,现有文献以单因

素研究为主,或更加关注企业异质性,或侧重研究

东道国宏观因素,结合宏观微观双重因素探讨相应

投资模式的研究仍需加强.本研究尝试建立宏观投

资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模式的内在关联,从政治与

法律环境、经济与市场环境、农业行业环境等多个

维度构建 “一带一路”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比中亚与沿线各地区投资环境水平和协调状

态来明确中亚地区农业投资环境优劣势,进而结合

企业微观投资动机科学遴选适合中国企业的投资进

入方式与产业链布局模式,以确保企业后续投资经

营活动有序开展、在投资市场占据主动地位,促进

中国与中亚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农业合作.

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２１　理论分析

投资模式指企业将产品、技术、人力、管理或

其他资源转移至外国市场实现跨国经营的制度安

排[９].Hill等[１０]、Anderson[１１]分别从子公司建立

方式、股权比例的角度,将企业投资进入模式划分

为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独资、合资四种类型.相

比工业行业,农业问题复杂而敏感[１２].农业产业

链是以种养环节为主的多环节链接系统,由上游投

入品生产服务、中游种植养殖与产品加工、下游产

品流通与渠道销售组成[１３].国际大型农业跨国公

司已经在 “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双向延伸产业链

的纵向一体化模式、结合东道国优势环节的全产业

链 ＋ 核 心 业 务 模 式 以 及 向 产 前 产 后 转 移 等 投 资

模式[１４].
理论上,对外投资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两方面

因素:一是服务于企业特定目标.微观企业的投资

动机被认为是企业选择投资模式的重要因素[１５].

Buckley指出,受资本市场不完善影响,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可分为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获取型和资源

利用型[１６].詹琳等证实这三种投资动机同样适用于

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１７].二是投资环境.
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丰富的系统,投资环境涵盖区

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基础设施、
信息和服务等方方面面[１８].能够满足企业投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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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道国,一般在资源、市场、技术和劳动力成本

等方面具有一定吸引力[１９],宏观环境对不同投资动

机的决策产生调节和影响.
企业投资动机与东道国投资环境之间存在内在

关联.对于以进入新市场和提升现有市场占有率为

目的的企业,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进入市场的

成本、投资的难度等指标,均是投资决策时首要考

虑的因素,企业需要降低风险、获取最大利益;对

于需要获得技术、专利、品牌、销售渠道、管理经

验等战略资产的企业,其直接目的是提高核心竞争

力,东道国金融机制、法律体制、技术水平对战略

资产获取动机的投资模式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以

利用东道国农业资源为首要目的的资源获取型对外

投资,因为容易引发东道国抵制,会更加关注面临

的政治风险.
进一步地,企业结合投资动机与投资环境,确

定适宜的东道国进入方式.市场寻求型投资企业在

进入市场潜力大、进入难度低的东道国时,可选择

绿地新建或独资经营模式,发挥其优势 (表１),实

现对企业高度掌控,维持企业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
提高市场占有率.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吸收能力的

企业面对法律体制不健全、投资自由度低的东道国,
为达到战略资产获取目的,可选择跨国并购或参股

经营投资模式[２０],获得并购企业资源优势,以降低

东道国市场进入成本,规避外来者劣势.资源利用

型企业面对资源互补优势明显但政治稳定性不高的

东道国,绿地新建或独资经营对于投资时机、选址

和经营更为灵活,便于及时调整运营.

表１　企业进入方式、产业链布局模式的优劣势对比

投资模式 类别 优势 劣势

企业进入方式

绿地/独资

　为东道国提供就业、增加税收;

　投资时机、选址和经营更为灵活;

　维持企业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

　进入东道国市场难度大;

　建设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经营风险高;

　加剧东道国市场竞争

并购/合资

　较快进入外国市场,节约营销时间和成本;

　获得并购企业资源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降低东道国进入成本和企业扩张风险

　企业管理困难、整合成本高;

　东道国支持力度低,政治风险高;

　并购程序和手续较为复杂

产业链布局模式

纵向一体化

　产业链上下游整合,经营成本内部化;

　提高产业链安全性和稳定性;

　提高行业壁垒,强化企业市场势力

　要求企业自身可持续经营能力强;

　投资周期长、经济风险大;

　企业面临高投资风险与沉没成本

全产业链＋
核心业务

　抢占价值链高地,增强核心竞争力;

　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降低运营风险

　要求企业各业务部门有较好协同能力;

　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准确判断

产前产后转移
　避免东道国进出口限制;

　达到资本最优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要求企业存在产前产后的比较优势;

　抗风险能力弱

　　在确定进入方式的基础上,企业应进一步明确

产业链布局模式.其中,纵向一体化式布局模式要

求投资环境具有适宜性且企业自身可持续经营能力

强.对于拥有资源丰裕、劳动力充足等优势条件的

东道国,企业可选择向加工业务等核心环节倾斜,
以增强核心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对于产前环节

优势互补、产后环节盈利空间大的东道国,企业可

选择向产前产后转移的投资模式以达到资本最优配

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综上,企 业 对 外 投 资 模 式 需 要 考 虑 三 个 层

次:一是企业投资模式需要兼顾国家投资环境与

企业微观动机,考量投资动机、东道国环境对企

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二是企业根据海外投资环境

与投资动机,选取相应的投资进入方式.农业产

业链各 个 环 节 环 环 相 扣,都 担 负 着 创 造 价 值 的

功能,企业也需要考虑基于行业特质的产业链布

局模式.三是结合实际情况,企业可灵活考虑农业

合作援助、农业技术转移等其他农业合作方式,利

用外部资源对发展中国家农业进行赋能,提高投资

效率.对于农业资源匮乏、投资风险不可测、进入

成本较高的东道国,为降低投资风险,拥有所有权

优势的企业可考虑基于当地农产品开展贸易合作.
在条件不具备时,甚至可选择暂不进入该国市场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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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东道国投资环境、企业投资动机影响对外农业合作模式的作用机制

２２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企业投资模式是微观主体结合

东道国宏观投资环境与自身发展需求所做出的制度

安排.其中,政治环境尤其是政治稳定性是对外农

业投资最有可能面临的风险[２１];国家政府之间的双

边关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具体投资环境,进而影响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选择[２２];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涉及

宏观经济和金融等因素,本文通过目标国通货膨胀

率和汇率变动水平反映企业工资物价成本和实际收

益水平受到的影响;东道国营商环境便利化的提升

能显著促进投资双方经济福利的提高,往往成为国

内外经贸合作的起点[２３].已有研究表明,双边投资

协定的签订可以推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更

高的投资要求会抑制企业的非理性投资[２４];在对外

资设置较多限制政策的东道国,战略资产寻求企业

为了获得投资合法性,会倾向于收购或参股那些在

当地已经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企业,以此来减少外资

在适应投资国本地政策、文化方面的摩擦成本[２];
从农业环境维度看,东道国土地、水、劳动力资源

充足,可提高生产环节产出效益,助推寻求互补资

源型投资活动;东道国技术水平与农技研发、品种

投入等产前环节具有相关性;农业产业链下游的流

通销售环节对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物流等公共设

施依赖性很强.综上,本文环境评价维度涉及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经济与市场及农

业环境.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复杂,为

避免规模差异的影响,尽可能选取具有权威性的比

值类评估指标 (表２).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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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维度 环境指标 符号 指标测算方法 数据来源 权重

政治与

法律环境

　政治稳定性 X１
　由各国恐怖主义、政治风险规模、安全风险评

级、内部和外部冲突强度、民族关系等测定
　全球治理指标 ００１４

　腐败控制 X２ 　反映一国私人利益对国家的干预 　全球治理指标 ００２９

　双边政治关系 X３ 　国家友好伙伴关系评分 　外交部网站 ００４８

　法制完善度 X４
　由法院命令的执行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私有

财产保护等测定
　全球治理指标 ００２３

　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X５
　反映一国担保品法和破产法是否有利于获得

信贷
　世界银行 ００３７

经济与

市场环境

　通货膨胀率 X６ 　反映一国物价水平变动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０００９

　汇率变动 X７ 　以上年为基期的汇率变动率 　世界银行 ０００７

　市场规模 X８ 　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 　全球竞争力报告 ００２３

　是否有双边投资协定

或自由贸易协定
X９

　有双边投资协定取值为２,有自由贸易协定取

值为１,没有则为０
　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网

站、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００４０

　投资自由度 X１０ 　反映政府对投资的干涉水平 　经济自由指数报告 ００２１

　营商环境便利度 X１１
　由创办企业、获得电力、纳税、跨境交易等、
执行合同等活动的便利性测定

　DoingBusiness数据库 ００１３

农业环境

　农业用地比重 X１２ 　农业用地面积/土地面积 　世界银行 ００３５

　地均水资源拥有量 X１３ 　淡水资源总量/耕地面积 　世界银行 ０３０１

　农业劳动力资源 X１４ 　农业就业人数/就业总人数 　世界银行 ００７２

　机械化水平 X１５ 　每１００千米２耕地拥有的拖拉机数量 　世界银行 ０１９８

　物流绩效指数 (综合

分数) X１６

　由一国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的质量、货运

的难易度、物流服务的质量、追踪查询货物的能

力等测定

　世界银行 ００３３

　研发投入水平 X１７ 　研发支出/GDP 　世界银行 ００９１

　劳动力成本 X１８ 　月收入 　国际劳工组织 ０００６

　　注:指标 X１、X２、X４的数值范围为－２５ (弱)~２５ (强);指标X３的数值范围为１ (建交关系)~１１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指标X５的数值范围为０ (弱)~１２ (强);指标X８的数值范围为１ (小)~７ (大);指标 X１０、X１１的数值范围为１ (低)~１００ (高);指标

X１６的数值范围为１ (低)~５ (高).

２３　评价方法

２３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环境评价与

分类方法

２３１１　熵权ＧTOPSIS法

熵权ＧTOPSIS法可有效结合熵权法的提高指标

分辨率、客观赋权和 TOPSIS法的多目标有效决策,
能最大限度地反映被评价对象的情况,从而提高决

策准确性.因此,本文运用熵权ＧTOPSIS法计算沿

线国家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及各子系统评价得分.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评价指标标准化Yij.为剔除不同指标量纲

的影响,运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评价指标体系中有部分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数值越

大,表明投资环境越差,包括通货膨胀率X６、汇率

变动X７,对这两个指标要先进行正向化处理,再做

标准化处理.
(２)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Wj.为反映不同年份

环境水平的变化采用加入时间变量的改进熵值法评

价模型得到各指标权重 (表２),权重越大说明该指

标离散程度越大.
(３)构建加权决策矩阵,计算距离.根据标准

化矩阵和各指标权重构建加权决策矩阵Z,计算各

国与最优方案、最劣方案的距离D＋
i 和D－

i .

(４)计算各地区与最优值的相对接近度 Ci.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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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D－

i

D＋
i ＋D－

i
×１００,０≤Ci≤１００,其值越大,表

明该国农业投资环境越好,反之则相反.

２３１２　kＧmeans聚类法

为进一步反映沿线各国投资环境水平的空间分

布情况,将样本国家在５个年度中综合评价Ci值取

均值,运用 kＧmeans聚类法对各国进行聚类分析,
并将其分为投资环境较好、投资环境一般和投资环

境较差３类.

２３２　沿线农业投资环境子系统协调度函数

为反映投资环境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利

用协调度函数测算３个子系统协调度情况及空间差

异.具体步骤如下.

(１)确定协调系数Fi.Fi＝
Cp

i＋Ce
i＋Ca

i

(Cp
i)２＋(Ce

i)２＋(Ca
i)２

.

式中,Fi为第i个国家农业投资环境协调系数;Cp
i 、

Ce
i、Ca

i 分别为第i个国家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

市场环境、农业环境的评价值.

(２)测算协调发展度Di.Di ＝
　Fi×Ci .式

中,Di为第i个国家农业投资环境各子系统协调度;

Fi为第i个国家子系统协调系数;Ci为第i个国家

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
(３)沿线国家环境协调水平分类.依据农业投

资环境各子系统协调度Di,运用kＧmeans聚类分析

法将沿线国家分为良好协调区、基本协调区、低度

失调区、中度失调区４类.

２４　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研究[１８Ｇ２５]及 “一带一路”官网相关资

料,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４
个国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选取除巴勒斯坦、马

尔代夫、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黑山６国的沿

线５８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１２
个、南亚国家６个、西亚北非国家１６个、中东欧国

家１９个以及中亚５国.样本国家涵盖发达、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具有代表性.研究时段为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以考察近年来 “一带一路”沿线及中亚５
国的农业投资环境变动趋势.指标数据来源于公开

发布的资料,个别指标缺少某一年度的数据,采用

前一年度数据近似替代.少数国家缺少极个别年份

的某项指标数据,采取均值插补法进行处理.

３　评估结果与分析

３１　总体特征分析

从农 业 投 资 环 境 综 合 得 分 趋 势 看 (图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沿线综合环境评价得分的均值在１７０
左右,整体变化趋势不明显,这与近年来全球贸易

摩擦、地缘政治不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有显著关联.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综合投

资环境较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投

资环境次之,土库曼斯坦投资环境水平较差.２０１５
年以来,五国中仅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趋好.这一

结果也较符合中亚各国农业投资环境实际.哈萨克

斯坦在五国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耕地资源丰富、
具备相对开放的市场条件和积极的外商投资扶持政

策.塔吉克斯坦水资源充足,近年来将实现粮食安

全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市场潜力大,投资吸引力强.

图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中亚五国农业综合投资环境变动情况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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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政局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但政令

调整频繁,投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吉尔吉斯斯

坦的经济自由度较高,市场准入条件较宽松,但法

制建设仍处于完善之中,执法标准不一对投资活动

有较大的影响.土库曼斯坦属永久中立国,对进出

口贸易和外国投资管理严格.
从空间分布看 (表３),投资环境较好的区域包

括文莱、新加坡等９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

坦等４个南亚国家,以色列、格鲁吉亚２个西亚北

非国家,斯洛文尼亚、波兰２个中东欧国家.投资

环境一般的区域包括菲律宾、东帝汶２个东南亚国

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６个西亚北非国家,捷

克、马其顿等１０个中东欧国家,塔吉克斯坦、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４个中亚国家,
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以及东北亚国家蒙古国.投资环

境较差的区域包括黎巴嫩、伊朗等８个西亚北非国

家,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７个中东欧国家,南亚

国家斯里兰卡以及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整体来看,
中亚国家农业投资环境水平与沿线发达经济体、东

南亚、中东欧等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处于一般

或较差环境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近年来中

国对外投资相对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现象.

表３　沿线国家农业综合投资环境水平分类情况

投资环境类别 国家 得分 地区 投资环境类别 国家 得分 地区

第一类

投资环境较好

第二类

投资环境一般

文莱 ５７４５７ 东南亚

新加坡 ４５７９４ 东南亚

斯洛文尼亚 ４０７３２ 中东欧

马来西亚 ３５５６１ 东南亚

不丹 ３５０９２ 南亚

以色列 ２４００３ 西亚北非

老挝 ２１００６ 东南亚

越南 １８５４２ 东南亚

尼泊尔 １８２９１ 南亚

波兰 １８２８２ 中东欧

缅甸 １８１４３ 东南亚

格鲁吉亚 １７９５８ 西亚北非

巴基斯坦 １７９５２ 南亚

泰国 １７７６５ 东南亚

柬埔寨 １７６１３ 东南亚

印度 １７２０５ 南亚

印度尼西亚 １６９１０ 东南亚

捷克 １６２３３ 中东欧

马其顿 １５９５６ 中东欧

蒙古国 １５６４４ 东北亚

菲律宾 １５３４８ 东南亚

爱沙尼亚 １５３０８ 中东欧

塔吉克斯坦 １５２１４ 中亚

土耳其 １５０２４ 西亚北非

俄罗斯 １４９９６ 中东欧

罗马尼亚 １４７４７ 中东欧

摩尔多瓦 １４７２１ 中东欧

沙特阿拉伯 １４６５０ 西亚北非

匈牙利 １４５５４ 中东欧

第二类

投资环境一般

第三类

投资环境较差

哈萨克斯坦 １４４３７ 中亚

阿尔巴尼亚 １４３８０ 中东欧

立陶宛 １４２５３ 中东欧

孟加拉国 １４１５５ 南亚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３８０５ 中亚

亚美尼亚 １３７５４ 西亚北非

阿塞拜疆 １３６７９ 西亚北非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３６７１ 西亚北非

埃及 １３６５０ 西亚北非

乌克兰 １３６１８ 中东欧

东帝汶 １３３１０ 东南亚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３０９８ 中亚

斯里兰卡 １３０１６ 南亚

保加利亚 １２９５３ 中东欧

斯洛伐克 １２８０９ 中东欧

黎巴嫩 １２６４１ 西亚北非

土库曼斯坦 １２４５２ 中亚

塞尔维亚 １２２８６ 中东欧

克罗地亚 １２２６５ 中东欧

拉脱维亚 １２２５４ 中东欧

伊朗 １２０５５ 西亚北非

卡塔尔 １１８７４ 西亚北非

白俄罗斯 １１８７３ 中东欧

阿曼 １１２７９ 西亚北非

也门 １１２５５ 西亚北非

波黑 １０９８０ 中东欧

约旦 １０８３６ 西亚北非

科威特 １０３８７ 西亚北非

巴林 ９４４１ 西亚北非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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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分维度特征分析

３２１　政治与法律环境

从时序变化看,除中东欧外,沿线各地区政治

与法律环境总体呈趋好态势 (表４).根据各年均值

得分和排名,东北亚的蒙古国和东南亚国家整体政

治与法律环境较好,其次是中东欧和南亚,中亚地

区再次之,西亚北非地区政治与法律环境最差.从

中亚五国政治与法律环境的对比情况来看 (图３),
哈萨克斯坦政治法律环境最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两国次之,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

国政治与法律环境最差.哈萨克斯坦一直坚持积极

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２０１７年哈萨克斯坦建立３亿

美元的农业投资基金,同时还对农机农资实行２５％
的价格补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投资建厂的新

康食品有限公司借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结合企业

的本土化战略,目前新康番茄制品在中亚市场占有

率达３５％.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政治局势最为严

峻.总的来看,中亚地区对农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和

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作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个独

立地缘政治空间,中亚始终处于大国博弈的地缘政

治区域,其复杂的政治形势[２６]极大制约了中国与该

地区之间农业合作的开展.

表４　“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农业投资环境各维度得分、排名及趋势

维度

东南亚 南亚 西亚北非 中东欧 中亚 蒙古国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得分均值

(排名)
趋势

政治与

法律环境

５３１１７
(２)

４４０２１
(４)

３７９６７
(６)

４４７２６
(３)

４２０７４
(５)

５８５４７
(１)

经济与

市场环境

６９１１５
(１)

４２９４３
(６)

５１７７８
(２)

５０１４５
(３)

４４１５４
(５)

４６３１９
(４)

农业环境
２１０１０

(１)
１６３８６

(２)
９１６６
(６)

１１０２４
(３)

１０３４２
(５)

１０９９９
(４)

图３　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各维度评价结果

３２２　经济与市场环境

从时序变化看,沿线各地区经济与市场环境得

分总体呈缓慢增加趋势 (表４).从沿线经济与市场

环境得分排名看,东南亚、西亚北非的经济与市场

环境最好,中东欧、蒙古国次之,中亚和南亚的经

济与市场环境最差.根据中亚五国该环境维度的对

比情况 (图３),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经

济与市场环境较好,塔吉克斯坦次之,乌兹别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经济与市场环境较差.哈萨克

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其市场规模

指标X８由２０１５年３９３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４３７.根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营商环境报告»,哈萨

克斯坦在１９０个经济体中排名上升至第２５位,市场

利好.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自由度较高,市场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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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宽松.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公布的２０１９年经济

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在参评的１８０个经济体中,
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７９位,属于 “中等经济自由

体”.目前,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新加坡、
印度、以色列和少数中东欧发达国家拥有较完善的

资本市场环境外,多数沿线国家还处于商业银行主

导的金融体系,国内资本市场孱弱且封闭[１７].中亚

地区金融体制与政策受到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颇

深,投资企业常面临融资困难、货币转轨、外汇管

制等问题.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市场石

油价格急剧下跌及俄罗斯等中亚地区主要贸易伙伴

货币贬值等负面影响,五国普遍面临国内需求疲软、
通缩风险上升、本币贬值等风险.

３２３　农业环境

从时序变化看,２０１５年以来沿线各地区农业环

境整体呈下降趋势 (表４).从沿线各地区得分均值

和排名来看,东南亚地区农业环境最好,南亚、中

东欧地区次之,蒙古国、中亚及西亚北非农业发展

环境较差.从中亚五国农业环境维度的对比情况来

看 (图３),塔吉克斯坦得分最高,其次是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两国农业环境维度得分最低.哈萨克斯坦耕地资

源丰裕,是其他四国总和的１６６倍,但为保护本地

产业,２０１６年宣布冻结 «土地法修正案»５年,通

过立法的方式限制农业用地只租不卖,严格控制外

资企业利用农业资源的规模和方式,而之前该国曾

鼓励个人或企业开垦未耕种土地.该维度中地均水

资源指标X１３权重最高,反映出沿线水资源分布不

均,差异显著.塔吉克斯坦水资源占整个中亚的

６０％左右,总量居世界第八位.中亚地区普遍存在

基础设施、物流系统不完善的问题,其中塔吉克斯

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其他四国.２０１９年,中亚

五国研发支出占 GDP的比重均值仅为０１１％,与

沿 线 发 达 国 家 以 色 列 (４９５％)、 新 加 坡

(１９４％)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表明中亚地区农

业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技术瓶颈.综合来看,中亚地

区农业生产硬环境较好,资源丰裕,但物流、机械

化水平、配套技术等农业发展软环境较差,因此与

沿线其他地区相较来看,农业环境优势并不明显,
得分较低.

３３　沿线农业投资环境协调度对比分析

根据分类结果 (表５)显示, “一带一路”沿线

属于良好协调区的国家较少,包括文莱、新加坡、
马来西亚３个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不丹,西亚北

非发达国家以色列和中东欧发达经济体斯洛文尼亚.

２０１５年光 明 集 团 收 购 以 色 列 最 大 乳 业 食 品 公 司

Tnuva７７％的股权,此次并购为光明集团带来先进

的牧业管理技术和经验同时拓宽了产品线深度和广

度.基本协调区包括老挝、尼泊尔等１０个国家,以

东南亚、南亚地区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国家为主.
低度失调区国家较多,包括沿线２５个国家,其中１１
个位于中东欧,５个位于西亚北非,３个位于东南

亚,１个位于南亚,还包括蒙古国及４个中亚国家.
可以看到,捷克、爱沙尼亚等发达经济体农业投资

环境各子系统协调度并不高.这些国家经济、政治

发展较好,但农业用地比重小、农业就业人数偏少,
农业资源优势并不明显.中度失调区包括１７个国

家,主要分布于西亚北非地区.卡塔尔、科威特等

以能源为支撑产业的国家,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但受周边政局不稳、行政效率不佳、农业资源

禀赋不足等问题的制约,农业投资环境子系统协调

度普遍较低.

表５　２０１９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环境各子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差异

投资环境协调水平 国家

良好协调区 (０６４０~１) 　文莱、新加坡、斯洛文尼亚、不丹、马来西亚、以色列

基本协调区 (０５０３~０６４０) 　老挝、尼泊尔、格鲁吉亚、波兰、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

低度失调区 (０４４６~０５０３)
　捷克、印度尼西亚、马其顿、蒙古国、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匈牙利、土耳其、哈

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俄罗斯、东帝汶、阿尔巴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罗马尼亚、菲律宾、
立陶宛、埃及、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中度失调区 (０３５６~０４４６) 　斯里兰卡、土库曼斯坦、伊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约旦、克罗地亚、白俄罗斯、斯洛伐克、黎巴嫩、拉

脱维亚、卡塔尔、阿曼、波黑、科威特、也门、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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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五国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市场环境、
农业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协调水平与沿线地区相比整

体不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处于低度失调区,土库曼斯坦属

于中度失调区.这一研究结果与该地区经济发展诉

求强烈,农业资源禀赋充足但政治潜在风险高、基

本金融体制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农业技术落

后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中亚地区农业投资

环境中风险与潜力并存.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数

据,哈萨克斯坦人均耕地面积约是中国的１９倍.

２０１６年,哈萨克斯坦粮食产量为１３４７千克/公顷,
中国为５９８０千克/公顷,因此,农业生产效率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塔吉克斯坦在２０１６年将实现粮食安

全列为国家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并出台相应免征关

税、免缴利润税等优惠政策,市场趋利.

３４　中国对中亚农业投资模式选择

近年来,农业正成为新兴的投资领域,全球性、
区域性的农业跨国企业发展迅速,世界范围内对优

质农业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中亚地区农业资源丰

富、市场潜力巨大,根据相关统计数据①,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共有５６家中国企业对中亚地区开展了农业

类投资６１项,农业合作前景十分广阔[２７].２００５年

以来,对中亚地区大宗农业投资交易 (投资额在１
亿美元以上)仅有２项②,分别为２０１４年中国保

利投资１８亿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橡胶厂,

２０１９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投资２４亿美元在哈萨

克斯坦新建现代农作物深加工综合体,包括粮食仓

储系统、多个粮食生产线和辅助配套工程等.两个

农业大宗投资交易项目都选择绿地新建模式,实现

了与东道国战略对接、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深耕

东道国投资市场的目的,但同时都面临建设周期

长,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的发展实际.结合前文中亚

地区农业投资环境的分析结果,立足当前中亚地区

发展现状和中国企业对中亚大宗投资交易较少,并

以绿地新建模式为主的投资实践特征,对中国企业

对外农业投资模式选择提出优化路径 (图４),以

提高对中亚地区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占据投资市

场主动性.

图４　中国企业对中亚农业投资进入方式、产业链布局模式的选择路径

　　第一,适度采取新建或独资的企业进入方式深

耕中亚市场,利用农业资源.根据环境评价结果,
中亚地区农业资源充足,近年来市场环境好转,尤

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营商环境大幅改

善,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与各国双边投资协议的签

订,也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企业可

在重点国家采取独资或新建子公司的方式来占领市

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也可实现对相应资源的高度

掌控,挖掘当地农业资源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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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亚地区相较于沿线国家具有更为充足的农业资

源,但鉴于资源领域的高度敏感性,对资源领域的

投资往往更容易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对外投资企业

还应树立起负责任形象,探索共赢式商业模式.

１９９２年就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厂的民营企业新康食

品,为应对哈萨克斯坦对于外来企业雇工的法律法

规要求,积极培训当地员工,为当地社会培养了大

量技术人员,企业当地员工比例达到９５％,社会认

可度高.目前,新康食品生产的果蔬制品在哈萨克

斯坦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
第二,选择并购或合资模式获取战略资产,规

避外来者劣势.中亚五国普遍存在货币体制不稳定

问题,都不允许外资企业获得农业用地所有权.结

合中国企业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多采取新建模式的实

际,为避免建设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的经营风险,
以获取中亚地区技术或销售渠道等资产为目的的战

略资产型投资,可以通过并购或合资参股的方式建

立投资子公司,一方面可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机会

降低并购成本,另一方面可减小政策摩擦、减弱外

来者劣势.以民营企业德威农业并购乌兹别克斯坦

希望农业公司为例,在获得希望农业４０％股权后,
德威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全面革新乌兹别克斯坦企业

生产模式,对乌兹别克斯坦已有育种、培苗、大棚

种植、销售等业务进行综合设计,构建符合世界先

进标准的农业综合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三,优化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降低经

营风险.从中亚农业投资环境子系统协调状态的评

价结果看,该地区子系统整体处于失调状态,因此,
目前阶段,在中亚地区采取农业产业链纵向一体化

式布局模式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结合中亚五国以

生产谷物、水果、蔬菜、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
畜牧业是重要支柱产业的实际,可重点发展加工业

务,如粮食综合开发与深加工、畜禽养殖及肉类皮

毛深加工、果蔬种植与加工、棉花仓储物流及加工

等,从而在加工环节建立核心能力.对市场寻求型

企业来说综合开发收储、物流、贸易和销售节点,
环环相扣,支撑加工业务,实现对整条产业链的控

制,降低经营风险.以西安爱菊集团为例,该企业

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投资建立的爱菊农业产业园区,
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粮油加工项目,为保障加工所需

原材料供应,爱菊采取 “订单农业、订单收购”方

式,实施种子研发、种植、管理、收割、收购、存

储一条龙运营策略,企业不仅在中亚地区稳定运营,
还实现了双方共赢发展.

第四,依托双方比较优势,在中亚地区开展其

他经贸合作.中亚各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基础

较好,粮食、棉花等优势农产品产量高、质量好,
且中亚国家具备较高的种植、养殖技术和丰富的种

质资源储备,尤其在棉花种植方面.根据农业环境

维度评价结果,中亚地区虽资源丰裕,但农业生产

发展配套设施不完善,因此对灌溉技术、机械装备

有很强的需求.中国企业可基于农业新技术、新设

施的推广示范,成立各类农业科技园,搭建农业技

术转移平台,与中亚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加强合作、
互通有无.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合作建设的杨凌农业

科技合作园区,即在收购本地农业企业的基础上,
利用国内先进的温室建造、节水灌溉、食品加工等

农业技术,改造当地设施农业,有效提高了对当地

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立足中亚地区相关农产品优

势,在不具备投资条件地区,企业可依托自身规模、
金融货币等优势开展进出口贸易合作,规避投资

风险.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本文基于中亚与 “一带一路”沿线农业投资环

境对比分析,将东道国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企业投

资动机相结合,探究在中亚地区适宜于中国农业投

资企业的进入方式、产业链布局模式,以期为企业

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环

境特征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投资环境

较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次之,土库曼

斯坦投资环境较差.２０１５年以来,中亚五国中仅哈

萨克斯坦环境水平趋好.相较于沿线其他国家,中

亚五国整体处于农业投资环境一般或较差类别.在

各维度特征上,中亚地区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

市场环境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业环境水平呈下

降趋势.与沿线地区相比,中亚五国政治形势较为

复杂,金融货币体系不稳定,但市场发展潜力大,
农业资源丰富.中亚五国各子系统协调水平整体处

于失调状态.结合环境评价结果与中亚实际发展特

征,本文认为市场寻求型、互补资源利用型投资企

—４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1郾09（总 509）



业可选择新建或独资经营方式开展投资活动;战略

资产获取型投资企业应采取并购或合资参股的方式

实现投资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适宜采取全

产业链＋核心业务、技术转移的模式在中亚地区进

行产业链布局.

４２　建议

第一,升级产业链布局模式,提高投资前瞻性.
中亚五国作为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在国际政治格局

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在中亚

地区先行布局,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难度.鉴于中

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具有进一步协调潜力,可以利

用当地农业技术与流通体系尚不健全的潜在机会,
考虑双向延伸产业链,通过纵向一体化模式扩大经

营规模,提高农产品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同时

又可与中亚地区农业发展战略相耦合,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
第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推动投资

主体多样化.２０１８年,中国在境外设立的８８８家农

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达到９１７％.大型农业对

外投资未来主要趋向于股权并购与稳健性投资,农

业绿地新建投资多数将由小微型农业对外投资承

担[２８].因此,政府应为包括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

内的投资企业提供投资风险预警、农业信息服务,
建立起投资补偿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为对外农业

投资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保障.
第三,差异化投资网络布局,分散投资风险.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及保守主义带来国际投资趋缓,
短期内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增速不会出现大

幅度提升[２９].因此,面对沿线农业投资环境存在的

脆弱性、失衡性、空间差异性,企业应量体裁衣,
建立梯次明确的对外投资模式,提高对外投资效率.
如与以色列等沿线发达经济体的学习交流,对俄罗

斯、老挝等中东欧、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开拓,对哈

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互补资源利用,优化调整布

局,降低企业投资决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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